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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梳理企业环境创新的相关文献，界定了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内涵，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影响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TPB模型，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方面分析了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各因素的分析结果提出促进企业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引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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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makes the defination of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behavior more clearly, and introduces the TPB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behavior, whi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s. Beside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behavior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t last, the guide strategies on how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s’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behavior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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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课题组”在课题组背景报告《通过创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挑战与选择》中提出要“通过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实现创新的环境友好化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法。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环境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因此，企业作为国家宏观环境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微观承担者，其环境友好型创新实践者的角色尤为重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企业环境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对企业环境创新概念的界定、环境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等。但是，当前对企业环境创新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企业环境创新战略层面的研究，而非企业实际环境创新行为的研究，即究竟企业环境创新战略的实践和落实情况如何、企业实际采取了哪些环境创新行为，则缺乏研究聚焦于此。
实际中，企业可能制定了环境创新的战略计划，但由于环境产品创新的成功率较低、环境技术创新成本高、创新成果转化存在市场风险等原因，企业不一定能够有效贯彻环境创新战略，即采取具体的环境创新行为。因此，为了实现创新的环境友好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研究如何促使企业采取环境创新行为成为了重点。基于此，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内涵进行了界定，归纳出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构成要素，并以计划行为理论（TPB）为框架，讨论了该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了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TPB模型。最后，本文提出了促进企业主动提升环境创新行为的政府引导策略。
1  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内涵界定
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并没有规范明确的说法，而“环境创新行为（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behavior）”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多是出现在与企业环境创新相关的研究中。因此，为了明确环境创新行为的具体内涵，本文从环境创新的概念入手，将其落实到企业环境行为层面，进而得出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内涵。
自二十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Schumpeter就在一般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对环境技术创新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而环境创新(environmental innovation，简称EI)则是二十世纪末开始出现的一个概念，它最早出现在Fussler和James[1]所著的《推动环境创新：为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突破体系》一书中。在随后的文章中， James[2]将环境创新定义为“给客户和企业带来具有价值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并且大幅度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这时，环境创新主要强调了产品和工艺两个方面的创新。随着环境创新的发展，Kemp和Arundel[3]提出“环境创新包括因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而产生的新的或改良的工艺、技术、系统和产品。”Rennings[4]则认为“环境创新是由对环境有益和有助于环境持续发展的新颖的或有所改变的工序、措施、制度以及产品所组成的一类创新。”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对环境创新的定义又在产品和工艺的创新之外提出了技术创新、系统创新和制度创新等。

需要说明的是，国外学者Kemp[3][5]在对环境创新概念的研究中前后使用过“Environmental innovation”与“Eco-innovation”两种说法，国外其他学者在对环境创新研究时对这两种说法也不做区分。同样，我国学者戴鸿轶和柳卸林[6]在对国内外环境创新相关概念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我国学者更多使用“绿色创新”、“环境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等概念进行研究，但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环境创新”是同一涵义。另外，Bernauer, Engels和Kammeree等[7]也将环境创新等同于绿色创新、生态创新。但由于国际学术界对环境创新的认可度更高[6]，因此本文采用环境创新的说法，并基于此研究环境创新行为。
2007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设立了“环境创新测量”（Measuring Eco-Innovation,简称MEI）项目，并于结题报告中对环境创新定义如下：环境创新是指在企业或组织中，对某种新颖的产品、生产过程、服务、管理或商业手段的生产、吸收或开发，它们与有关替代品相比，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有助于减少环境风险、污染和资源利用（包括能源使用）的负面影响[5]。报告中强调了定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第一，所有对资源更高效利用的新的过程或手段都属于环境创新。例如，对提高煤炭燃烧使用效率技术的创新就可称之为环境创新。第二，环境创新是基于对环境效应的总体性评价的，因此可以使用基于多属性价值理论的生命周期评价法来进行评价。另外，报告中将环境创新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环境技术创新，包括污染控制技术、更清洁的生产过程技术、废弃物处理设备等；第二种是针对环境的组织创新，包括污染防治计划、环境管理和审计系统、供应链环境管理等；第三种是能够提供环境效益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包括新的或使用更加环境友好材料的产品、提供环境服务等；第四种是比当前系统更加环境有益的生产和消费系统[5]。
OECD对环境创新的这一定义也是目前学术界对环境创新广为认可的定义，它强调了创新对环境的正外部性影响，以及不同于事后治理的事前预防的特点。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环境创新行为是指：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创新所含内容的落实行为，即企业在生产之前考虑的、为了降低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中对环境负面影响而采取的针对工艺、技术、产品、系统等方面的创新行为，属于企业环境行为的一个部分。因此，结合生命周期评价法来细化企业的环境创新行为，可以将其分为产品设计、原材料选择、生产过程、废弃物处理、仓储和运输这五个方面。同时，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测量也应当基于这一概念，测量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中是否、在何种程度上采取了哪些环境创新行为措施，具体内容包括：①产品设计中融入新的或更加环保的理念、②原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优先考虑更环保的材料、③研发或引进更加清洁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④废弃物处置方式及末端处理技术的环境友好型创新、⑤建立或合作更低能耗的仓储和物流。企业在这五个方面的具体执行情况可以作为综合评价其环境创新行为的依据。
2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2.1  计划行为理论（TPB）概述

计划行为理论(TPB)是从信息加工的角度、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对主体的行为决策进行解释的理论流派，其源头可以追溯到Fishbein[8]于1963年提出的多属性态度理论(TMA)。多属性态度理论认为，预期的行为结果及对结果的评估决定了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又决定了行为意愿。然而，Wicker [9]对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研究发现，行为态度并不能预测行为，对行为的认识可能还需要从其它方面进行研究。后来，Fishbein和Ajzen[10]在多属性态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行为理论(TRA)。理性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愿是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行为意愿不仅受行为态度的影响，同时受主观规范的影响。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人是能够系统加工和利用可获得信息的理性主体，其行为是经过理性思考、深思熟虑的决策结果。然而，该理论假定主体有完全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没有考虑到在组织环境下，主体的行为还会受外部环境以及管理干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其应用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基于此，Ajzen[11]从自我控制(self-monitoring)角度出发对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控制”也是解释和预测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PB)。该理论认为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经由行为意愿来间接影响行为表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因素影响意愿并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计划行为理论自提出以来，最早应用于预测和解释个人行为的实证研究比较多，大量研究表明其在各个学科领域的适用性。近年来，由于企业管理者在组织决策中担当的重要角色，国内外学者开始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来研究和解释企业的各类行为。例如，Chou, Chen和Wang[12]基于TPB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构建了影响台湾餐饮企业绿色创新实践行为的集成模型，进而对245家台湾餐饮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对该行为意愿的积极影响；Zhang, Yang和Bi[13]采用TPB理论框架研究了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行为的影响因素，其结果表明主观态度和社会压力对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的正向影响，并发现了社会压力对行为意愿的直接影响大于其间接影响。同样，我国学者也基于TPB对企业各类行为及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如房地产企业开发绿色建筑项目[14]、企业绿色创新[15] 、企业安全生产投入行为[16]、企业合作创新行为[17]等。

图1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
2.2  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因素
以TPB为基础，借鉴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确定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这三个影响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主要因素，它们通过环境创新行为意愿影响环境创新行为的实施。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进行分析并构建模型，见图2。

2.2.1  企业环境创新行为态度

企业环境创新行为态度是指企业管理者对环境创新行为所持有的有利或不利的态度。环境创新是否有利取决于管理者心理体验收益和心理体验损失，这种收益和损失可以是有形或无形的。如果预期环境创新行为可能带来心理体验收益，那么企业的管理者就会持有积极的态度，反之亦然。

(1)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经济效益预期。企业的目标在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潜在的经济回报被认为是企业采取前摄性环保行为的首要推动力[18]。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预期经济收益主要包括成本节约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以及环境创新产品占领市场高地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两个方面。企业通过采取环境创新行为能够避免环保惩罚、节约资源投入和降低废弃物处理成本。另外，采取环境创新行为能够带来企业环境创新产品的差异化，其包含的环保理念能够吸引国内外消费者，从而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但是，环境创新行为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不确性等特点则会降低企业的环境创新行为意愿，因为企业在采纳环境创新行为时不得不衡量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原料等的成本，若其预期成本远大于预期经济收益则企业的环境创新行为意愿就会降低。因此，落实环境创新行为能够为企业带来的预期经济效益是影响企业形成环境创新行为意愿的重要因素。

(2)企业声誉建立的需求。企业的环境创新行为能改进企业资源的绿色租金收入，其中包括企业声誉[19]。企业的环境创新行为无疑能够树立企业良好的“环保”形象，为企业建立起良好的声誉，这种良好声誉能够使企业赢得更大的社会合法性，从而使企业能够通过与各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合作者、投资者等建立健康的关系而获益。另外，声誉的溢出效应也可以增加社会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扩大企业的目标消费群体。因此，企业对声誉建立的需求可以促进其形成积极的环境创新行为态度。

(3)管理者环境关切。企业环境活动和环境创新行为选择则取决于管理人员将环境问题理解为机会还是威胁[20]，Brio, Fernandez和Junquera等[21]认为高层管理者对环境问题的支持和承诺对于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决策人员，管理者主导企业环境创新投入活动，因此其环保意识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Cordano和Frieze[22]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污染预防等环境行为与管理者减少污染的个人偏好正相关。因此，管理者环境关切的程度可以直接影响企业能否形成正向环境创新行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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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2.2.2  企业环境创新行为主观规范

企业环境创新行为主观规范是指外界各种力量的作用促进或减少企业是否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决定，如果企业强烈地感受到外界的压力则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环境创新行为决策。

(1)政府管制压力。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双重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特征，使得政府的环境规制成为企业进行环境创新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6]。Murillo-Luna, Garces-Ayerbe和Rivera-Torres [23]的研究表明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的环保行为，对法规感知更严厉的企业会给予生态保护更多的重视。Rehfeld, Rennings和Ziegler[2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环境政策与环境产品创新的正相关关系，绝大多数企业在进行产品创新时会将环境立法考虑进去。Kammerer[25]则通过对92家德国电子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环境创新有正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愈严厉，企业越可能进行环境创新。尽管如此，现实中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目标可能会使部分企业忽视对环境创新行为的良好实践，因此政府调整和创新各类监管手段来应对企业可能存在的这种情况，由此给企业施加的压力仍是促进企业良好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2)社区媒体压力。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更多地考虑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区居民以及环保组织等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企业的环保水平达到社会共同可接受的水平。杜建国，王敏和陈晓燕等[26]用演化博弈的方法研究表明了公众参与对企业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此，在企业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公众的要求以及大众媒体对企业的监督，其压力同样迫使企业实施环境创新行为来提高企业环保水平。

(3)市场需求压力。市场需求是驱动企业环境创新活动的强劲动力，对环境创新活动形成了一个核心的规范性压力[27]。Kammerer[25]引进了营销学中客户利益的概念，将市场拉动因素作为环境创新的决定因素。现实情境中，环境情况的好坏决定着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消费者会通过消费选择来展示其环保意识，同时也导致企业客户越来越体现出对企业的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清洁技术的需求，并最终推动企业实施环境创新行为。Zhu和Sarkis [28]以及Li[29]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了消费者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因此，国内外市场的绿色购买需求会触发企业的环境创新行为。

(4)同行竞争压力。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中实施环境创新应当成为企业主要分散风险的工具[7]。Li[29]的实证研究表明竞争压力对企业的环境创新行为发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通过环境创新来提供绿色产品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方法。从目前的竞争环境来看，拥有先进环保技术的企业使其产品更加具有市场优势，并因此获得绿色产品溢价，而其同行业竞争者为获取或保持本行业市场占有率则会密切关注环保技术企业的发展动态和情况，并因此制定相应的产品和生产策略，从而可能驱动产生环境创新行为。因此，企业环境创新行为会受到同行业的竞争压力的影响。

2.2.3  企业环境创新感知行为控制

企业环境创新感知行为控制指企业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难易程度，而企业对这一难易程度的感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企业自身所掌握的环境创新资源和机会，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内部资源能力方面，包括产品和生产等方面的环境技术创新能力、采取环境创新行为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能力等；其二是企业通过环境创新网络获得的最新企业环境创新实践方法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外部网络能力方面。企业的资源和网络能力越强，其感知行为控制就越强，越能积极采取环境创新行为。

(1)内部资源能力。企业的内部资源主要包括财政资源和知识资源，是关乎企业环境创新实施的决定性因素[30]。企业内部股本、预留资金的多少，以及可以协助企业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高质量人力资源状况是企业环境创新过程中影响环境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对于企业通过实施环境创新行为来控制行业标准也有重要的影响。Veugelers和Schneider [31]以及Ganotakis和Love[32]分别对德国和英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资金能力的缺乏和人力资源的不足会约束企业的环境创新实践。因此，企业的资源能力是环境创新行为能否良好实现的关键。

(2)外部网络能力。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企业都必然是创新网络中的一员，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处于环境创新网络之中。对于环境创新中面临的问题，企业内部资源可能无法解决，这时外部的环境创新网络就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环境创新网络为企业提供了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提供了环境创新技术和知识流动的平台，而这种交流对于环境创新产品、技术和管理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通过外部网络寻求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环境创新技术或产品是落实环境创新最有效的方式[33]。因此，企业的外部网络能力对其环境创新行为知觉控制存在重要影响。

3  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引导策略

首先，引导企业形成积极的环境创新行为态度。作为“理性人”代表的企业，预期经济收益是态度形成的关键，因此需要引导企业看到环境创新行为实施能够带来的长远经济利益而非眼前的成本投入。长期经济利益也包括了环境创新行为带来的企业环保声誉，其作为无形资产能够使企业利益相关者，如员工、消费者等产生更高的忠诚度，从而吸引更多高水平人才和忠实客户。另外，管理者的环境关切需要被培育，国家以及地区层面的优秀企业家、绿色企业评选等活动是引导管理者产生环境关切的有效途径，当管理者开始重视环境创新行为的实施时，在企业中自上而下的推行就变得高效而快捷，并能发挥出实际的作用。

其次，强化主观规范各主体的作用。①完善鼓励环境创新行为的政策法规。环境创新行为是超越一般环境守法行为的企业环境行为，鼓励型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不仅能够使环境意识强的企业更有效实施环境创新行为，而且能够使环境意识较低的企业产生紧迫感。于此同时，加强环境不良行为惩罚力度，形成一“推”一“拉”的环境政策压力使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得以良好实施。②利用媒体力量培育公众和社区居民等的环保意识，同时迫使企业真实有效地披露环境信息，在对企业环境信息了解的同时公众通过股票购买行为，媒体等通过揭发和表扬行为对企业产生压力，使其实施环境创新。③鼓励企业扩大市场规模，利用海外市场的环境友好产品需求作为先导激发企业环境创新行为。中国加入WTO以来，全球贸易增大了企业扩张海外市场的需求，而发达国家对环境创新产品等的需求更加明确，这一先导需求使企业在生产运营中不得不考虑环境创新问题，并由此激发企业的环境创新行为，而作为国内市场的消费者，在了解到企业真实环境创新能力时，出于“公平”的心理需求会产生与海外市场相同的环境创新产品要求，如此产生的传导迫使企业全面实施环境创新行为。④政策层面鼓励企业创新，建立行业标准。通过创新政企合作模式，建立鼓励环境创新行为的工业园区，使其成为示范点，各类企业无形中建立了高标准，其示范作用给同行业其他企业造成了环境创新的压力同样会产生推动作用。

最后，增强企业的感知行为控制，促使企业自发实施环境创新行为。一方面，为企业成长提供资金、政策支持，因为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时其内部资源会产生冗余，这时企业就会考虑将一部分资源投入到环境创新方面来，作为企业建设的一部分从而获得未来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协助企业构建环境创新网络，如引进拥有先进环境创新技术、产品以及环境创新管理模式的FDI企业，将其加入到环境创新网络中，通过FDI企业的溢出和其他企业的主动学习来缩小双方差距，从而使各类企业均能有效实施环境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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